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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秦岭地区生态干扰风险空间分异规律研究
张新胜,蔡明勇,邰文飞,陈绪慧,史雪威

(生态环境部卫星环境应用中心,北京100094)

摘 要:[目的]揭示不同自然生态状况、资源环境禀赋以及人类干扰强度条件下秦岭地区的生态风险空间分布规律,

对秦岭生态保护具有重要理论意义。[方法]以秦岭地区(陕西段)为研究区域,选取坡度、植被覆盖度、土地利用类型、

生态空间类型等14个指标,基于层次分析权重赋值法和地理信息系统空间分析技术,构建生态干扰风险评估指标体

系和评估模型,开展了秦岭地区(陕西段)生态干扰风险空间分异规律研究。[结果]秦岭地区(陕西段)生态干扰风险

整体呈现“北高—中低—南中”的空间异质性分布格局,生态干扰较高和高风险区分布在秦岭北麓一带以及汉滨区、

汉台区、城固县部分区域。低风险、较低风险、中风险、较高风险和高风险区分别占比26.46%,42.44%,19.92%,

8.62%和2.56%。秦岭地区(陕西段)人类活动分布较为集中,占研究区面积11.18%的生态干扰较高和高风险区域集

中了研究区内36.26%的人类活动面积,并提出了县域单元生态干扰风险预警机制。[结论]陕西秦岭地区生态干扰

风险存在显著的空间分异特征,整体生态干扰风险程度较低,研究结果对于秦岭地区人类干扰活动监管策略优化和

生态环境保护工作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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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ontheSpatialVariationofEcologicalDisturbance
RiskoftheQinlingBeltinShaanxiProvince

ZHANGXinsheng,CAIMingyong,TAIWenfei,CHENXuhui,SHIXuewei
(CenterforSatelliteApplicationonEcologyandEnvironment,MinistryofEcologyandEnvironment,Beijing100094,China)

Abstract:[Objective]RevealingthespatialdistributionpatternsofecologicalrisksintheQinlingregionunder
differentnaturalecologicalconditions,resourceandenvironmentalendowmentsandhumandisturbance
intensityisofgreattheoreticalsignificanceforecologicalprotectionintheQinlingregion.[Methods]The
Qinlingbelt(Shaanxisection)wastakenasthestudyarea.Theindicatorsystemandevaluationmodelof
ecologicaldisturbanceriskwereconstructedbyusing14factorsincludingslope,vegetationcoverage,land
usetype,andecologicalspacetypeandsoon.Basedontheanalytichierarchyprocess(AHP)andgeograph-
icalinformationsystem(GIS)spatialanalysisfunction,theindicatorsystemandevaluationmodelofecologi-
caldisturbanceriskwereconstructed.Thestudyonthespatialvariationofecologicaldisturbanceriskinthe
Qinlingbelt(Shaanxisection)wascarriedout.[Results]Therewassignificantspatialheterogeneityineco-
logicaldisturbanceriskintheQinlingbelt(Shaanxisection),withanoveralldistributionpatternof‘highin
thenorth-lowinthesouth-middleinthesouth’.Theareaswithhighandrelativelyhighecologicaldisturb-
anceriskweremainlylocatedatthenorthernfootoftheQinlingMountainandpartsoftheHanbinDistrict,

HantaiDistrictandChengguCounty.Lowrisk,relativelylowrisk,mediumrisktorelativelyhighriskand



highriskaccountedfor26.46%,42.44%,19.92%,8.62%and2.56%,respectively.Itwasfoundthathuman
activitiesrelativelyconcentratedintheQinlingbelt(Shaanxisection),andtheareaswiththehighand
relativelyhighecologicaldisturbanceriskand11.18%ofthestudyareaconcentrated36.26%oftheareaof
humanactivitiesinaccounting.Anearlywarningmechanismofecologicaldisturbanceriskforcountyunits
wasproposed.[Conclusion]TheriskofecologicaldisturbanceintheQinlingregionofShaanxihassignificant
spatialdifferentiationcharacteristics,andtheoverallecologicaldisturbancerisklevelisrelativelylow,the
resultsofthestudycanprovideimportantreferencevaluefortheoptimizationofhumandisturbanceactivity
regulationstrategyandecologicalenvironmentalprotectionintheQinlingbelt.
Keywords:riskofecologicaldisturbance;ecologicalconservationredline;Qinlingbelt(Shaanxisection)

  保护生态环境、预防生态风险、保障生态安全,已
成为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1]。随着可持续发展

理念和生态文明建设思想的不断深化,生态风险评估

问题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2-4]。自1992年美国环

保局(U.S.EnvironmentalProtectionAgency,USE-
PA)颁布生态风险评价框架之后[5],人们关注的焦点

逐渐由健康风险评价过渡到生态风险评价方面[6-7],
相关研究主要集中在土壤或沉积物重金属污染[8-9]、
有机污染物[10]、自然灾害及社会开发活动[11-13]等生

态环境风险评价方面。我国生态风险评价起步较晚,
研究区域也主要针对一些生态环境脆弱/敏感地

区[14-16]。傅微等[17]以生态脆弱、人与生态环境相互

作用敏感的陕北黄土高原为典型研究对象,建立景观

生态风险指数,对陕北黄土高原的综合风险状况及其

变化进行了定量评价;Li等[18]从生态敏感性、生态压

力和自我恢复力等3个方面,开展了银马河流域的有

色溶解有机物生态风险评估;张晓瑞等[19]以安徽省

绩溪县为案例,构建基于“敏感性—干扰度”的县域生

态风险综合评价模型,提出了开发型和保护型两种生

态风险防控分区方案,为县域生态环境保护与可持续

发展提供科学的决策依据。
作为“生态风险”的一部分,生态干扰风险是指区

域生态系统易受到自然或人为因素影响,进而产生生

态破坏的可能性和破坏程度[20]。目前大部分学者的

研究方向主要集中在生态系统自身风险评估等方面,
研究内容主要涉及不同区域尺度生态系统或环境受

干扰时自身脆弱程度、敏感性以及恢复能力等方

面[21-23],指标选取多考虑的是自然因素以及少数的社

会、经济方面空间离散后的统计指标,而对生态系统

受外界人为活动影响的可能性方面关注较少,指标选

取过程中对交通条件以及旅游、矿产、物种资源等容

易诱发人类干扰和开发破坏的高空间异质性数据使

用较少,无法体现人类干扰和生态保护管理措施因素

对生态环境状况产生的影响。

鉴于此,本文结合秦岭地区(陕西段)区域自然地

理环境特征,以遥感数据源为主,在反映生态环境自

身脆弱性、敏感性以及生态系统恢复力的基础上,纳
入生态空间重要性、人为活动强度以及资源禀赋等方

面指标,构建秦岭地区(陕西段)生态干扰风险评估模

型,以期揭示秦岭地区(陕西段)生态环境受自然因素

或人为活动影响导致的生态干扰风险空间分异规律

及其成因,并在此基础上提出县域尺度生态干扰风险

预警机制,为秦岭地区生态环境保护和生态破坏风险

管控提供科学依据。

1 研究区概况

本研究选取陕西省秦岭地区为研究区域(31°56'—

34°38'N,105°30'—111°02'E),东西以省界为界、长约500
km,南北以秦岭山体坡底为界、宽约300km,面积约8.2
万km2,行政范围包括了西安市、宝鸡市、渭南市、汉中

市、安康市和商洛市6市中的39个县(市、区)(图
1)。研究区海拔2000~3000m,地貌类型多样,北
麓以平原为主,南部以低山为主,中部为秦岭主峰。
秦岭地区年均气温10~14℃,年均降雨700~900
mm,是我国北方旱作区与南方水田区、湿润与半湿

润、800mm等降雨量线、温带与亚热带多种自然和

地理分区的分界线。秦岭和合南北、泽被天下,是黄

河、长江流域的重要水源涵养地,且物种资源丰富,被
誉为“生物多样性基因库”。作为陕西省乃至全国的

重要生态安全屏障之一,秦岭地区是生态环境保护和

生态风险管控的重点区域[24]。

2 研究方法

2.1 评估指标体系框架构建

研究构建3层生态干扰风险评估指标体系(图

2)。第1层是目标层,生态干扰风险指数(RiskIndex
ofEcologicalDisturbance,RIED),综合反映区域生

态系统受自然因素或人为活动影响的可能性和破坏

程度;第2层是准则层,从生态易损性(生态系统自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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脆弱/敏感性和抗干扰能力、生态环境状况等)、干扰

易达性(交通便利条件、人口分布等)和资源易引性

(旅游、矿产和物种资源禀赋)三方面衡量生态干扰风

险;第3层是指标层,包含各准则层评估所需具体指

标。本文充分借鉴已有研究基础,在考虑指标数据的

可得性、易用性和代表性基础上,结合研究区域的特

征,最终选取坡度、植被覆盖度、生态空间类型、土地

利用类型等14个指标参与秦岭地区(陕西段)生态干

扰风险评估。

图1 研究区概况

2.2 指标数据来源

生态干扰风险是自然环境、人类活动和资源禀赋

等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评估指标的选取直接决定了

生态干扰风险评估结果的合理性和可靠性。本研究

中评估指标获取涉及的原始数据包括了基础地理数

据、遥感数据、土壤数据和其他数据。(1)基础地理

数据包括:数字地面高程模型(DEM,空间分辨率

90m,http:∥srtm.csi.cgiar.org/),全国1∶25万基

础地理信息数据(2019年版),用于提取坡度、居民点

密度和道路密度指标。(2)遥感数据包括:2020年

MOD13A1NDVI数 据 集(USGS,https:∥lpdaac.
usgs.gov/),采用最大值合成法以及 Wan等[25]提出

的降尺度处理方法,处理得到研究区2020年100m
分辨率年度NDVI产品,再基于像元二分模型[26]和

CASA模型[27]分别获得研究区植被覆盖度和净初级

生产力指标。土地利用指标采用2015年全国生态状

况定期调查评估发布的土地利用类型数据(分辨率

30m)。(3)土壤数据包括:土壤类型、土壤pH和土

壤有机质均来源于中国1∶100万土壤数据库,通过

分级赋值得到。(4)其他数据包括:腾讯大数据平台

用户位置实时分布数据,通过时间序列叠加分析和空

间密度分析获得2020年度人口密度指标,像元大小

为100m×100m;生态空间类型指标基于国家级/省

级自然保护区、生态保护红线、其他空间等不同管控

级别的生态空间区域图层加权分析得到;旅游、矿产

和物种资源数据代表了环境资源禀赋条件带来的大

规模文旅、采矿等开发活动以及偷盗猎珍稀物种行为

的潜在可能性,基于矢量点位数据通过空间离散获

得。所有参与评估运算的指标均进行裁剪、投影转换

和重采样等数据预处理操作。

图2 生态干扰风险评估指标体系框架

2.3 指标标准化处理

由于各指标代表的物理意义和量纲不同,无法

直接参与评估运算,为了消除指标量纲和数量级的

差异,采用极差标准化和专家分级赋值法分别对定

量指标和定性指标进行标准化处理。专家分级赋值

法:对于定性指标,包括土壤类型、土壤pH、土壤有

机质、土地利用类型、生态空间类型,依据专家经验

和实际情况对各指标进行分级[28],分级处理后的

指标均为正向指标。各定性指标的具体分级赋值

处理结果见表1。

极差标准化法:评估指标与生态干扰风险的关系

有正负向之分,需采用不同的归一化计算公式。正向

关系是评估指标值越大,生态干扰风险越高;负向关

系是评估指标值越大,生态干扰风险越小。
其中,正向指标包括:土壤类型、土壤pH、土壤

有机质、土地利用类型、生态空间类型、人口密度、道
路密度、居民点密度、旅游资源密度、矿产资源密度、
物种资源密度。

Z1=
xi-xmin

xmax-xmin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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负向指标包括:坡度、植被覆盖度、净初级生产力。

Zi=
xmax-xi

xmax-xmin
(2)

式中:Zi 为第i个指标的标准化值,范围为[0,1];xi

为第i个指标的实际值;xmax为第i个指标实际值的

最大值;xmin为第i个指标实际值的最小值。
表1 评估定性指标分级赋值

定性指标
标准化赋值

1 2 3 4 5
土地利用类型 其他 林地 草地 农业用地 居民用地

生态空间类型 国家级自然保护核心区 国家级缓冲区、试验区 省级自然保护区 生态保护红线 其他空间

土壤pH <6.0 6.0~6.5 6.5~7.5 7.5~8.5 >8.5
土壤类型 淋溶土半淋溶土 铁铝土人为土 钙层土高山土 水成土半水成土 初育土盐碱土

土壤有机质 >6 4~6 2~4 1~2 <1

2.4 指标权重赋值

层次分析法是通过求解各层级结构的判断矩阵

特征向量获取每一层级各元素对上一层级元素的优

先权重,然后采用加权求和的方法递阶归并各层级对

总目标层的最终权重。本文利用YAAHP软件的层

次分析功能构建生态干扰风险评估模型指标重要性

判断矩阵,获得各指标权重值(表2),并对模型指标

权重进行一致性检验。得到模型一致性比率CR=
0.039<0.1,说明模型通过一致性检验。模型一致性

比率计算公式如下:

      CR=
CI
RI

(3)

      CI=
λmax-n
n-1

(4)

式中:CR为模型一致性比率,一般认为CR<0.1时,
有满意的一致性,通过一致性检验;CI为一致性指

标;RI为随机一致性指标,通过查表获取;λmax为判断

矩阵的最大特征值;n 为评估指标个数。
表2 生态干扰风险评估指标权重

目标层 准则层 指标层 指标正负向 最终权重

生态

干扰

风险

指数

坡度 - 0.115
土壤pH + 0.022
土壤类型 + 0.021

生态易损性 土壤有机质 + 0.030
(0.413) 植被覆盖度 - 0.040

土地利用类型 + 0.043
净初级生产力 - 0.070
生态空间类型 + 0.072

干扰易达性

(0.327)

人口密度 + 0.107
道路密度 + 0.135
居民点密度 + 0.085

资源易引性

(0.260)

旅游资源密度 + 0.037
矿产资源密度 + 0.149
物种资源密度 + 0.074

2.5 生态干扰风险指数

借助ArcGIS软件空间分析模块,计算出生态干

扰风险指数。公式如下:

RIED=∑
n

i=1
wi·Ai (5)

式中:RIED为生态干扰风险指数;wi 为第i个评估

指标的权重值;Ai 为第i个指标的标准化值;n 为评

估指标个数。

3 结果与分析

根据研究构建的生态干扰风险评估模型,计算得

到研究区逐像元生态干扰风险指数结果,其值域范围

为0.07~0.73。为更加直观描述研究区生态干扰风

险状况,采用自然断点法将研究区风险评估结果划分

为低风险(0.07~0.20)、较低风险(0.20~0.25)、中风

险(0.25~0.32)、较高风险(0.32~0.42)和高风险

(0.42~0.73)5个级别。

3.1 生态干扰风险空间分布特征

秦岭地区(陕西段)生态干扰风险整体呈现“北
高—中低—南中”的分布格局(图3)。结合研究区生

态干扰风险评估统计表(表3)可知,研究区生态干扰

风险状况以较低和低风险为主、中风险面积次之、较
高和高风险区域面积最少。其中,低风险区和较低风

险区面积分别为2.16万km2,3.46万km2,占总面积

的26.46%和42.44%,较低和低风险区域主要分布在

秦岭中部的留坝县、佛坪县、宁陕县、商南县等区域,
这与秦岭中部地区的地理位置和生态空间类型有直

接关系,秦岭中部地区为秦岭主峰,海拔较高、植被盖

度较好且绝大部分区域纳入了国家公园、自然保护区

和生态保护红线严格管控区范围,加之交通相对不

便,从而人类干扰活动导致的生态风险较低。中风险

区面积为1.63万km2,占总面积的19.92%,主要分

布在秦岭地区东北部和西南部等部分地区。较高风

险区和高风险区面积分别为0.70万km2,0.21万

km2,占总面积的8.62%和2.56%,集中分布在秦岭

北麓一带的灞桥区、临潼区、临渭区以及南部汉滨区、
汉台区等部分区域,由于这些区域土地利用类型以建

设开发用地和农业用地为主、居住人口集中且交通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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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便利等原因,使得生态环境所承受的人口、资源开

发和经济发展压力较大,生态环境相对脆弱,生态干

扰风险较高。

图3 秦岭地区(陕西段)生态干扰风险等级分布

3.2 县域单元生态干扰风险统计分析

进一步以县域为统计单元,计算每个县域单元的较

高和高风险区面积之和的占比,并以0,10%和40%为分

割点统计出各区间县域数量。由图4可知,39个县(市、
区)中生态干扰较高和高风险面积占比超过40%的县域

有8个,除汉台区外,潼关县、临渭区和长安区等7个县

区都位于秦岭北麓地区,需加强生态破坏活动监管和

风险预警;生态干扰较高和高风险面积占比介于

10%~40%的县域有9个,包括华阴市、蓝田县、华
县、岐山县、陈仓区、渭滨区、勉县、城固县和汉滨区;
秦岭中部和南部部分县区生态干扰较高和高风险面

积占比均小于10%,且佛坪县、留坝县、宁陕县、岚皋

县等11个县域内无较高和高风险区域。
表3 秦岭地区(陕西段)生态干扰风险分级

风险等级 低风险(Ⅰ) 较低风险(Ⅱ) 中风险(Ⅲ) 较高风险(Ⅳ) 高风险(Ⅴ)
范围 0.07~0.20 0.20~0.25 0.25~0.32 0.32~0.42 0.42~0.73

面积/km2 21598.52 34639.86 16259.28 7038.09 2091.67
占比/% 26.46 42.44 19.92 8.62 2.56

图4 县域生态干扰较高和高风险占比统计分布

3.3 生态干扰风险与人类活动关系分析

为进一步验证生态干扰风险评估模型的科学性

和结果的合理性,基于地理国情调查地表覆盖数据,
提取研究区内人工堆掘地、地表构筑物、采矿用地和

工业设施用地等人类开发建设活动区域面积,进而统

计出不同生态干扰风险等级区域内的人类开发建设

活动分布情况。结果表明(图5),2.56%和8.62%的

生态干扰高风险区域、较高风险分别集中了10.53%
和25.73%的人类活动,19.92%和42.44%的生态干

扰中风险区域、较低风险区域分布了29.31%和25.17%
的人类活动,而26.46%的生态干扰低风险区域仅有

9.26%的人类活动。
秦岭地区较高和高风险区内人类活动面积占全

部人类活动面积的36.26%,约为0.59万km2,是较

高和高风险区面积占比的3.3倍左右。此外,较低、

低风险区域内人类活动面积与较高、高风险区域内人

类活动面积基本相当,但较低、低风险区域面积约为

较高、高风险区域面积的6倍,即较高和高风险区域

内人类活动分布比较集中,研究所提出的模型方法能

够有效识别研究区内人类活动对生态环境干扰的高

风险区域,进而为生态环境破坏监管和人类干扰活动

发现提供重点关注区域。

图5 各等级生态干扰风险及人类活动占比

3.4 生态干扰风险驱动因素分析

从生态易损性、干扰易达性和资源易引性3个方面

对区域生态干扰风险评估结果进行分析。由于秦岭北

麓地区地势较为平坦,坡度基本在5°以下,人口密度较

大,植被覆盖度较低,土地利用类型以易于开发的建

设用地和农业用地为主,因此该区域生态系统易损性

风险整体处于较高和高风险级别(图6A),这一结果

与武建超等[29]研究中关于秦岭北麓生态保护与发展

面临的人类生产生活建设开发强度大等问题的描述

以及提出通过生态复生技术提高秦岭北麓地区林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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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积和生态承载能力的结论相一致。从干扰易达性

分布(图6B)来看,在道路交通条件和人口分布等指

标的综合作用下,干扰易达性较高和高风险区域主要

集中在秦岭北麓和南部人口密集地区,分布特征与生

态易损性较高和高风险区域呈现较强的相关性。
根据研究区资源易引性评估结果(图6C),资源

易引性较高和高风险区呈现出明显的局部聚集分布

特征。从旅游资源、矿产资源和物种资源3个影响指

标的空间分布特征分析,灞桥区、临潼区、潼关县、洛
南县等区域旅游资源和矿产资源丰富,增加了该区域

的人为破坏活动强度,进而加大了生态干扰风险;秦

岭南部的汉滨区、城固县、略阳县、宁强县矿产资源和

珍稀动植物物种资源丰富,在一定程度上存在吸引人

为偷盗猎和无序矿产资源开采的可能性,从而导致该

区域生态干扰风险较高。有研究表明,近些年来,由
于受到非法采矿采石、违建别墅、小水电开发等不合

理的人为破坏和开发活动影响,导致该地区出现生态

环境质量下降、生态系统功能退化等问题[30-31]。由此

可见,将旅游、物种、矿产资源纳入生态干扰风险评估

模型,表征生态环境潜在经济价值对于人为活动的诱

导性作用,可以更加科学、全面地反映秦岭地区(陕西

段)生态环境受人为干扰活动的风险程度。

图6 生态易损性(A)、干扰易达性(B)和资源易引性(C)风险等级分布

4 讨 论

秦岭作为《全国主体功能区规划》中“两屏三带”生
态安全战略格局的重要组成部分,其生态价值和重要性

不言而喻。开展该区域生态干扰风险评估研究工作,对
全面掌握秦岭地区(陕西段)生态干扰风险分布情况有

重大意义。文中选取坡度、生态空间类型、植被覆盖度、
土地利用类型等14个指标,结合层次分析权重赋值法

和地理信息系统空间分析技术,构建了秦岭地区(陕
西段)生态干扰风险评估模型,清晰地展现了研究区

域内生态干扰风险的空间异质性分布特征。秦岭地

区(陕西段)生态干扰较高和高风险区主要分布在人

口密集、土地开发强度大、植被状况较差的地区,其空

间分布较为集中,但范围比较小,仅占研究区域总面

积的11%左右。而生态干扰较低和低风险区分布在

植被状况良好、交通相对不便、生态保护措施严格的

地区,范围比较大,整体占比为70%左右。
结合研究区域人类活动分布统计数据,评估得到

的较高和高风险区内的人类活动比较集中,表明研究

建立的模型能够有效地识别生态干扰高风险区域,较
好地反映人类干扰活动的分布范围和干扰程度,从而

服务于生态空间管控策略优化、人为破坏活动精准监

管等生态保护工作。
目前,生态风险评价模型有很多,如PSR模型[32-33]、

SRP模型[34]和基于景观格局的生态风险评估等[35],且
不同学者研究所选取的评价指标也各不相同。本研究

在综合考虑指标数据的可得性、易用性和区域特色等方

面因素基础上,尽可能全面和有代表性地从自然条件、
人为干扰活动影响、资源状况、政策因素等方面挑选

评估指标,进而确保评估模型和结果的科学性和客观

性。但不可否认,本文构建的指标体系在准则层层面

未完全考虑评估指标的均衡性,进而可能对各指标权

重赋值有一定程度的影响,后续有待进一步优化。

5 结 论

(1)秦岭地区(陕西段)生态干扰风险是区域自

然状况基础、生态系统自身特征、环境因素以及人类

活动影响等共同作用的结果,将其生态干扰风险指数

由低到高划分为5个等级,各风险等级面积占比依次

为26.45%,42.41%,19.91%,8.62%,2.56%,即研究

区生态干扰风险状况以较低和低风险为主、中风险次

之、较高和高风险区域面积最少。
(2)秦岭地区(陕西段)人类活动分布较为集中,

占研究区面积11.18%的生态干扰较高和高风险区域

集中了研究区内36.26%的人类活动面积,研究模型

可有效识别区域内受自然因素和人类干扰因素导致

的生态环境干扰高风险区。
(3)以县域为统计单元,按照县域内较高和高风险

区面积之和占比进行统计,39个县(市、区)中生态干扰

较高和高风险面积之和占比超过40%的县域有8个,除
汉台区外,其他县区都位于秦岭北麓地区;超过一半县

域的生态干扰较高和高风险面积之和占比低于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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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研究区生态干扰风险状况在空间上整体呈

现“北高—中低—南中”的分布格局,较高和高风险区

主要分布在秦岭主体山脉的北麓一带,秦岭中部山区

整体呈现为较低和低风险等级,评估结果较好地体现

了研究区自然地理条件、人为干扰活动、资源潜力等

因素对生态干扰风险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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